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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元到一体：从历史人文区位学看
西南三线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张　 帆

摘　 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需要超越以往将少数民族塑造为经济发展滞后、政治转型被动的历

史叙事。 本文以西南民族地区的三线建设为例，从历史人文区位学视角出发，强调工业建设是社会性和物质

性的双重生产过程，关注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社会关系及空间格局的影响，进而突破现代－传统、主导－依附、自
然－文化等二元框架。 本文指出，三线建设将各民族融入一体的工业景观、将多元的民族叙事转化为一体的

工人叙事，构建出各民族作为主体共同参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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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与单一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形态不同，中国在从帝国转变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不仅保留了多民

族共同体的形态，而且民族认同和现代认同直接参与了这一转变过程：①２０ 世纪初的“边政学”将民族

叙事作为现代国家边疆叙事的重要部分，２０ 世纪中期的民族识别工作进一步将民族叙事融入社会主义

国家叙事。 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一方面被纳入中国整体的历史叙事中，另一方面又被塑造成经济发

展滞后、政治转型被动的群体。 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构建一个各民族作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历史叙事，成
为亟待解决的学术命题。

围绕多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发展，民族研究领域逐渐发展出多种分析框架和叙事模式，②其中一条

重要的分析路径形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受到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
概念的影响，这一路径强调历史性、整体性地研究由水系和峡谷构成的民族杂糅地带，关注不同民族之

间的历史联系以及不同民族不断融入“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③ 近年来，沿着这一路径逐渐形成了两

个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领域，一是对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过程展开的经验研究，
二是围绕何谓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的理论探索。 围绕“三交史”展开的研究揭示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研究必须看到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共同性，看到历史上汉族并非单向影响少数民族，而是互相影

响，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④ 类似的，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探索也倡导整

合“族别研究范式”和“族际研究范式”，前者秉持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对各个民族展开独立研究，重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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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的文化整体性和独特性，克服了华夷之辨的局限；后者关注族际共享和越境分布的文化现象，重
视文化的跨民族流动，能够更好解释多民族国家体制下的国民塑造和共同体认同。① 不过，这些对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讨论虽然受到“走廊范式”的影响，但是主要集中于对人群的历史变迁、文化形态和社会

结构的关注上，而忽视了“走廊范式”所强调的环境和社会、自然和文化的互动及其对共同体的形塑。
拉铁摩尔（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在 ２０ 世纪初就关注环境对文明形成的影响，分析游牧和农耕人群之间的

历史拉锯及其对中华帝国的塑造，并指出以铁路和工业为标志的现代文明对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有

深刻影响，最终造成不同人群的深度整合。② 这种对人群关系和人地关系的双重关注，也是美国芝加哥社

会学派的特点之一，他们以此研究美国社会在 ２０ 世纪初期的急剧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族群关系和城市生态

的影响，进而提出“人文区位学”（ｈｕｍ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理论。 人文区位学关注人群和环境的互动，强调生态系统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既包括制度文化也包括基础设施。③ 中国社会学很早就吸收转化了

这种基于城市社区研究而形成的思路，④将其应用到对中国农村社区和少数民族社区的研究中———例如，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在对乡村的研究中就已经强调诸如地理、交通等自然因素对社

会制度和结构的影响；⑤同时在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中也已经综合族团（ｅｔ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研究理论和人文区位

学视角，通过对生产和交换的分析指出人、地关系的变化对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⑥

这些研究展现了环境和社会、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提醒我们人群之间的互动是在特定自然

环境中展开的，从而揭示了费孝通所指出的“由水系和峡谷构成的”民族杂糅地带在理解“多元一体格

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不过，受生物学启发的 “人文区位学” 关注地方区位的 “关系性”
（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聚焦于作为人文社区的“小地方”，因此拘泥于社区的横向关系，缺少纵向的历史关系，无
法把握社区存在的更大范围提供的条件，因此，需要借助历史学家（包括民族史学家）的成果。⑦

基于此，一方面，本文从人文区位学视角出发，重新检视西南民族地区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变

化，揭示此变化如何影响人群之间的关系格局和空间结构，进而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另一

方面，本文将历史维度引入人文区位学分析，把工业化过程放置在地方的人群关系和人地关系格局的总

体历史中展开考察。 本文指出，从地方史的角度看，工业化过程是长期民族接触历史中的一个片段，也
是地方营建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同时，从文明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

的关系结构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工农业格局，也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城乡关系。 笔者认为，从历史

人文区位学的视角出发来考察民族地区的工业化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社会主义工业化进

程在构建共同体意识和国家想象中的角色。 不仅如此，对历史连续性的关注能够使我们打破既有民族

志和民族史研究中隐含的“现代－传统”的二分，对于人地关系的关注能够使我们跳出社会理论中“环
境－社会”和“自然－文化”的对立，对于各民族作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历史叙事的强调能够使我们超越共

同体理论中“主导－依附”的叙事模式，展现各民族人群深入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如

何推动多民族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空间结构从二元到一体的变化过程。

二、“三线建设”研究的进路和突破

　 　 西南民族地区最剧烈的工业化过程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到 ８０ 年代的三线建设中。 “三线”是个政治

地理学概念，指中央政府为了防备美苏在沿海、沿边区域的军事破坏，从沿海、沿边区域向内地划分出的

三个地区：一线地区主要指经济最发达和处于国防一线的省份，二线区域主要指位于中部的国防二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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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三线地区主要指中西部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韶关以北的腹地，主要包括西

南（云贵川）、西北（陕甘宁青）以及豫西、湘西、鄂西等地。 国家在三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总共投

入超过两千亿元，调派超过几百万人，搬迁并新建一千多个工矿企业、科研院所等。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

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三线企业陆续迁至工业基础更雄厚、电力交通更便利的沿海城市，留在当

地的企业大部分破产关停，少部分改组转产。
最初部分学者认为这一工业化进程是一项失败的国家工程，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② 随着

研究的推进，更多学者指出，要在冷战背景下理解中国当时经济布局的调整和日常生活的组织，并将之

与同期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基建潮以及苏联在中亚的工业发展相比较，从而看到三线建设的积极意义，
揭示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借助工业和基建统一地方差异的努力。③ 但是，这种从国际和国家出发的自

上而下的视角也使得相关研究易于忽视对日常生活的考察以及对工厂之外的地方社会的分析。 近年

来，学者们从社会史和社会学等视角出发，借助口述史展开自下而上的研究，通过集体记忆、身份认同等

概念来扩展对工厂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④

在这些研究中，莫（Ｍｏｋ Ｃｈｕｎｇ⁃Ｙｕｋ）的研究另辟蹊径，关注工业进程带来的空间格局变化。 莫指

出，不同于“一五”时期的中央调控路线，三线建设时期转向大众方针发展路线（ｍａｓｓ⁃ｌｉ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这一路线将工厂与村庄、农民与工人、城市与乡村、政府与工厂等自下而上地卷入三线建设的

整体性过程中，也让三线城市呈现出不同于“一五”计划下的工业城市的格局。 因此，莫在对长春、十堰

等工业城市的研究中，强调社会经济形态和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指出这些城市不同于资本主

义体制下的大都市：在资本主义都市中不同群体随着资本流动、资源分配和基础设施的变化而在特定空

间聚集或分散，构成不平等的空间结构；而中国工业发展初期的单位制、户籍制和计划经济规定了人口、
资本和消费的形态，形成不同的城市空间格局，例如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和地方独立发展的双城（ｄｕａｌ
ｃｉｔｙ，例如长春）、工厂在城乡之间隐蔽的散城（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ｃｉｔｙ，例如十堰）以及市场经济之下的以工业为

城市发展驱动力的工业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ｉｔｙ）。 莫的研究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空间维度，展现了国家与地方、
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空间布局之间的关系。⑤

尽管如此，莫的研究和此前大量其他研究一样，主要关注民族结构较为单一的区域，而忽视了三线

区域多为多民族杂居区域，对这些区域在三线建设过程中的人群结构及空间格局的变化展开分析，不仅

能更为全面理解三线建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影响，也开启了理解多民族共同体凝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

视角。 因此，本文以凯里这个多民族杂居的区域为例，从历史人文区位学的视角出发，关照人文自然总

体性，强调工业生产是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再生产，进而分析各民族人群转变为社会主义工人的过程

以及城市和山寨转化为工业景观的过程。
下文基于对贵州凯里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首先从历史视角出发，勾勒出地方营建过程

中的几个主要节点，指出凯里民族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结构特点。 这一分析是历史人文区位学的有机组

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将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置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考察，破除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
既看到一体化过程的历史延续性，也指出工业化在这一过程中的特殊意义。 其次，考察三线建设过程中

的人员流动和景观改造，尤其以少数民族新工人为例，破除“主动－依附”“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展
现工业化过程中各民族职工共同缔造的新叙事、塑造的新景观。 在分析中，本文参考了大量公开发表的

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党史资料、调查报告、统计年鉴以及未公开发表的厂志、档案、回忆录、手稿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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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同时也走访了凯里的十个三线工厂以及相关学校、医院的遗址和现址，访谈了数十位工人和干部。
笔者认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区域三线建设的一个典型案例，凯里的三线建设揭示出社会主义初期工业

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是一项工业和经济工程，更是一场国家营建的总体过程：随着不同人群参

与工业建设，相关物质景观被纳入城市发展，这一过程铸造了一体工人叙事和一体城市景观，塑造出新

的身份认同、历史记忆和国家想象，促进了民族关系格局从二元到一体的转变。

三、从二元到一体

　 　 （一）凯里的三线建设

凯里位于贵州省东南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部，苗岭山脉东段北麓，清水江穿城而过，辖境东经

１０７. ５８ 度，北纬 ２６. ３５ 度。 从自然环境方面讲，凯里山脉纵横，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从人文历史方

面讲，黔东南区以苗族和侗族为主，是全国苗族人口最多的市级行政单位。
凯里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华帝国的边缘：春秋属南蛮牂牁国，战国属夜郎且兰国，秦汉属且兰县，隋属

宾化县，唐属宾化、新兴二县，宋为绍庆府下羁縻州，元在凯里境推行土司制度，设凯里安抚司，名义上属于

羁縻统治，实则为瓯脱之地。 随着卫所制度和里甲制度等的确立，清雍正年间黔西北进入清朝版图，①至乾

隆年间黔东南的清水江下游区域也并入清朝的政治经济秩序。② 这极大地推动了汉族军民向贵州的流

动，③使得贵州总人口在 １８ 世纪猛增了数倍，④贵州逐渐从“四面皆夷”转变为“汉夷杂处”的格局。⑤

尽管如此，凯里位于清水江中上游，深入菁居峒处的“生苗”区，虽然雍正年间设凯里卫，但事实上

施行土流并治，⑥多数地区处于土司羁縻之中，少数隶属卫所管控之下，游离在帝国权力触角的边缘。
因此，与贵州其他地方相比，凯里没有在清中后期出现“汉多夷少”的局面，反而是“其三司地，悉为苗

产”，⑦汉族人口比例很低，１８７４ 年仅有汉人两千余人。⑧ 因此，虽然凯里在清代也出现了汉夷杂处的空

间格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居，而是汉人聚居于城池集镇，孤岛一般被少数民族聚

居的山寨环绕；凯里也有汉夷互化的情况，但不成规模。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凯里地区先后展开了民主改革和民族识别工作，这两项工作均以民族差

异作为政策基础，如土改运动根据少数民族习俗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政策。�I0 这些工作有助于构建民族

平等，不过，笔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工作中对差异的关注加剧了民族二元结构之间的张力。 直至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凯里的民族关系展现为外来的汉人和本地的苗侗等少数民族相互区隔的结构，在空间上体

现为汉人官民主要聚居于城中、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山头村寨的格局。 例如，１９５１ 年中央民族访问团

在贵州考察时，作为副团长的费孝通听说当地有“苗家住山头，仲家住水头”的说法，指出这种空间格局

的形成在于历史上汉人不断南扩，当地少数民族随之向山上迁移，这就导致苗侗人民多住高坡。�I1 １９５８
年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凯里地区展开的调查显示，苗族多聚居于山头的村寨，间或有少量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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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版。

张应强：《木材的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９—
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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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杂居，多为行商；汉族多聚集于从前的屯、堡以及城乡大道附近，①这些汉人聚居的城在苗语中遗留下

特定表达，形成了今天诸多带“Ｙｅｎｘ（营）”和“Ｔｅｎｆ（屯）”的地名。② 这种空间格局也成为文野想象的基

础———低地笑高坡、一截嫌一截，认为“高坡的人”生活水平低，文明程度低，不和其“开亲”。③

由帝国中心与边陲、汉族与少数民族构建出的二元叙事结构和空间格局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迅速

变化。 首先，三线建设过程使凯里这片曾经被视为“仫佬人的稻田”④的边缘之地转变为国防前哨和工

业中心。 费孝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现代工业虽然影响到贵州，但主要是以官僚资本主义的

形式从贵州掠夺工业原料，这不仅没有改善少数民族经济，甚至破坏了其原本的自足自给经济。⑤ 因

此，凯里地区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工人仅有几百人。⑥

１９６４ 年，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组织了对黔东南地区、贵阳以西地区、湘西和滇东地区 ４４ 个县的踏

勘，确立了以贵州为主的航空航天、电子、机械、电气工业基地。 具体而言，在安顺、平坝，清镇的丘陵平原

一带建设航空 ０１１ 基地；在都匀凯里一带建设国防电子 ０８３ 基地；在遵义、绥阳、桐梓建立航天 ０６１ 基地。
此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器工业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及空军后勤部等部署安排的机械、电
气、工具、仪器、仪表、机床、电机相关的建设项目。 最终，贵州迁入了 １００ 多家企业和事业单位。⑦

１９６５ 年到 １９７９ 年，共有十家中央企业落户凯里，形成了从都匀到凯里的一套完整的电子工业体

系。 其中包括一家电子计算机整机生产厂，一家计算机外存储设备和输入输出设备生产厂，还有八家配

套电子元器件加工厂。 这十家企业承担电子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无线电通信机、电子测量仪器、电子

元件这四大类产品的研制及生产，多种产品居国内领先地位，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一度和北京、南京形成

鼎立之势。⑧ 截至 １９７５ 年，上述十家企业产值占黔东南州工业总产值的 ４０％，⑨这使凯里在当时成为全

国电子工业重镇之一。
２０ 世纪 ７０ 到 ８０ 年代是凯里工业最辉煌的时代，老工人们骄傲自诩当年的凯里为“中国的硅谷”。

凯里工厂的电子元器件和设备不仅贡献于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实验，也贡献于中

国广播电视领域的电信革命———用卫星传送并用地面站接收信号。 截至 １９８５ 年，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

小组在老、少、边地区建立的 ５３ 个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中，凯里工厂负责其中 ８ 个站的建设，包括难度

非常高的乌鲁木齐和拉萨地面站的建设，使新疆和西藏在 １９８４ 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３５ 周年之际顺利接

收到中央电视台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I0 不过，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凯里原先隐

蔽安全的优势逐渐变为偏远滞后的劣势，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凯里的工厂纷纷启动破产倒闭程序，目前只

剩一家企业还在运营，其余企业历经倒闭、清算、合并、重组，先于 １９８４ 年在贵阳成立中国振华电子集团

公司，后于 １９９７ 年改为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上市。 尽管如此，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到 ８０ 年代，
三线建设所奠定的工业体系使“贵州凯里”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国家“上天入海”的重大工程和沟通中央

与地方的电信工程中。
更重要的是，围绕分散于凯里各地的工厂，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凯里为中心的交通运输网络。 根据老

工人的回忆，最初凯里四面环山与外界几乎隔绝，从外地进入凯里的唯一通道是坐火车到广西桂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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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山县掌坡苗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苗族社会历史调查》（２），北京：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８６—１８７ 页。 吴泽霖
等指出，极少出现汉族女子嫁入苗族，偶尔出现苗族女子嫁入汉族，但前提大多是汉族先“苗化”被接受，否则的话，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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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桂林转火车到贵州谷硐，然后搭乘货车走苗岭盘山公路进入凯里。 这严重阻碍了生产运输的需要，因
此国家在贵州规划了密集的公路铁路运输网络。 数据显示，１９６５ 年凯里市的公路运输客运量是 １９６２
年的 ３ 倍，货运量接近 １９６２ 年的 ４ 倍。① 随着 １９７４ 年湘黔铁路竣工，凯里东与湘赣铁路相接，西与贵昆

铁路连通，进而连接浙赣铁路。 达拉科格罗（Ｄｉｍｉｔｒｉｓ Ｄａｌａｋｏｇｌｏｕ）在对阿尔巴尼亚政治转型中高速公路

建设的研究中强调，道路不简单是交通网络，在决定将一个地方纳入或排除于交通网络的过程中，是政

治力量、市场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角逐。②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凯里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建设从根本上将

凯里这个曾经的帝国边缘并入国家的整体工业景观中，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节点。
其次，随着 １９５６ 年被设立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１９６４ 年被选中成为三线建设的电子工业

中心、１９８３ 年由县升为市，凯里经历了极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地关系由此发生剧烈变化，进而带来

了城市格局及民族关系的转变。 下文分别从两个方面展现这种转变：第一，工业化过程铸造了共同的工

人叙事，这种叙事打破了明清时期文野相对、生熟有别的文明化叙事；第二，城市化过程塑造了一体的城

市景观，这种景观重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汉城苗寨”的空间格局。
（二）锻造共同叙事

以往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将三线工厂看作单位制下独立自足的封闭社会，因而其分析多集中在作为

三线移民的汉族工人群体，倾向于指出三线工厂有固化的内外结构，缺少与地方社会的有机联系，形成

与当地社会相互区隔的社会身份。③ 不过，也有研究通过分析“工农结合”和“厂社结合”等政策指出三

线工厂和地方社会之间形成义利往来和人情互惠。④ 凯里的三线工厂也采用了军事化管理和单位制组

织的运作模式，且直属中央，在很长时期内地位和效益都远远高于地方，和地方社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区

隔。 尽管如此，大量本地劳动力参与了凯里的三线建设，尤其是凯里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劳

动力也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三线工业体系。
首先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段，黔东南州抽调了大量民兵、农村劳动力参与建设，有近两万名民工以

及木匠、泥匠等农村劳动力先后参与了工厂的建设，有近六万名民工、１００ 多名干部参与了湘黔铁路的

修建。⑤ 参与大型国家工程的过程也是塑造新的国家观念的过程。 以凯里胜利厂的建设为例，⑥在建设

初期的“四通一平”（通水、电、路、邮和平地基）中调动了周边两个公社 ７ 个大队 ３００～８００ 名民工，技工

和民工的比例为 ２ ∶ ３００。 工厂给民工发放毛泽东著作，并利用因雨停工以及工闲休息的时间组织民工

学习老三篇，向民工宣传国际形势、特别是战争形势，宣传为什么建工厂、为谁建工厂、建工厂对国家对

社员有什么好处。⑦ 新的国家想象、新的身份认同随着人员调派和宣传教育逐步进入地方社会。
其次是在工厂落成投产之后，通过各种方式吸收本地劳动力以补充工人的不足：一是社会青年就业，

二是退伍军人转业，三是知识青年（后来是中专生和大学生）分配，四是农村青年帮工（也叫“轮换工”）。⑧

从胜利厂 １９７１ 年接到援建新厂的任务进行人员统计的数据来看，从本地吸收的工人占比相当高：老厂（北
京 ＸＸ 厂）支援人员 １８０ 余人，贵州省内招收人员 １７０ 人，转业军人 １００ 余人。⑨ 截止 １９７１ 年，根据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的统计，凯里三线工厂在黔东南本地招工 １３９４ 人，基本来自少数民族人口占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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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凯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凯里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６９２—６９３ 页。
Ｄｉｍｉｔｒｉｓ Ｄａｌａｋｏｇｌｏｕ，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Ａｎ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 Ｉｍ）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张勇：《区隔与融合：三线建设内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变迁》， 《江海学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郭旭、刘博：《“我们”

与“他们”：三线人的自我认同与群体区隔》，《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陈超、周明长：《标签化的族群：一个三线企
业中的社会结构》，《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彭涛：《单位互惠视角下三线企业建设初期的工农合作———以黔东南德胜厂为例》，《开放时代》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李德英、粟薪樾：《三线建设初期“厂社结合”模式检视（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史林》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政协黔东南州委员会编：《三线建设在黔东南》，第 ２１ 页。
本文出现的工厂名和人名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胜利厂于 １９６５ 年批准建立，１９６８ 年通过验收进行投产，其主

要产品为电子计算机外存储设备和输入输出设备，１９９９ 年进入破产程序。
“一九六五年本厂筹建工作和初步总结”，卷号 ５，胜利厂资料室。
轮换工就是工农互助时期作为互惠招收的当地公社的农民，一个公社的所有体检合格的适龄青年可以轮流来厂

里工作，因此叫作轮换工。
“关于支援新厂建设任务的意见报告”，革政字（７１）００１ 号，胜利厂资料室。



比高的凯里、麻江、丹寨、黄平等地。① 虽然当时的人事档案很少登记工人的民族身份，但是在伤亡鉴定和

处分报告中会明确注明籍贯和民族，②从中可以看到本地劳动力中有相当高比例的少数民族工人。 直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民族政策再次被强调，例如，１９７８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劳动

总局联合下发文件强调尊重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职工的饮食习惯。③ 随后在人事档案中开始明确出现

“民族”，并将其和姓名、性别、工种、职务（职称）等分类范畴并列；例如，在 １９８８ 年胜利厂工会的《第五届职

工 ／八届工会代表名单》上，机加、一装、机动、机关等部门都有少数民族（彝族、苗族）职工代表。④

各民族工人在进入工厂后，先经历三个月的军事训练，在军事化管理模式下形成统一的生活节奏，
侗族工人秦师傅至今依然对早上 ６ 点的起床号、上班时的集结号、下班时的解散号记忆犹新。⑤ 军训后

工人们被按照工种分配到各个部门，在师徒、小组、车间中形成新的社会依附关系，并按照工龄、技术级

别和职务形成新的差异表述体系。 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新的生活节奏、社会关系和等级体系中展开，形成

一套围绕车间、宿舍、待遇的新叙事。 在这套叙事中，民族差异不再成为团结和区分的主要参照，工人间

的差异性被表述为工龄、工种、职务等的差异，工人间的共同性则被展现为生活节奏、晋升制度、福利待

遇的标准化和制度化，例如，杨师傅和王师傅夫妇将工厂社会描述为“人和人之间没有区别”“大家的差

别只是工龄长短”：
那时候的厂区全是平房，干打垒盖起来的平房，所有人都住宿舍，没有任何的级别差异，不管是

干部工程师还是工人，大家的差别只是工龄长短。 结婚之后可以申请夫妻宿舍，就是一个小单间，
小单间里面有单位集体配的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张桌子。 等有了孩子之后，可以申请家庭宿

舍，就是一个小隔间，里面有厨房和厕所。 申请小单间和小隔间也是按照工龄来排队。
虽然当时条件差，但是大家都非常骄傲，因为单位福利好。 举例来说，会给生小孩的女工安排

哺乳时间，单位配套有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有主人翁精神，人和人之间没有

区别、没有等级，大家都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做领导甚至可能比做工人要更辛苦。⑥

杨师傅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被招进厂的苗族青年，其父母来自凯里周边村寨，父亲在凯里解放初期

参加剿匪成为地方干部。 王师傅则是一名祖籍福建的汉族知识青年，随作为南下干部的父亲来到凯里，
在下放上调之后被分配到厂里。 杨师傅入厂时被分配到运输科开车，后来逐步成长为厂长，而王师傅入

厂被分到检验科直至退休。 不仅在这对夫妇的上述回忆中，而且在很多其他职工的回忆和口述中，婚
姻、生育、福利、待遇等都和民族身份没有关系，只和工龄相关。 职工们还常常以宿舍、食堂、灯光球场、
游泳池、电影院等来描述计划经济之下的集体生活，这些物质景观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对于平等

性、先进性、集体主义等价值观的塑造过程。 正如汉弗莱（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指出的，基建并不仅仅是

物质景观，同时也体现和生成价值。⑦ 在这种统一化、标准化和制度化的生产和生活中，各民族职工感

到“非常骄傲”，生出“主人翁精神”。
笔者认为，这种主人翁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职工对工厂的高度依附性。 华尔德（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ｌｄｅｒ）指出，社会主义工厂形成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工厂的新型社会结构，表现为职工对工厂的高度依

附上———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党政领导，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⑧

在凯里的三线工厂，这种依附关系一方面展现为等级性依附，也就是说，工人们沿着新等级体系从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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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０８３ 系统招工指标最后调整的通知”，黔东南自治州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计划组文件，（７１）革生计字第
００１３ 号，胜利厂资料室。

见胜利厂资料室的人事档案，这些档案都涉及少数民族工人。
“关于妥善解决回族等职工的伙食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劳动总局文件，（７８）财事第

１７０ 号，（７８）民政字第 ０５５ 号，（７８）劳薪字第 ３０ 号，胜利厂资料室。
“国营 ＸＸ 厂第五届职工 ／ 八届工会代表名单”，卷号 ４１，胜利厂资料室。
秦昌禹口述，杨帆整理，载陈剑虹编著：《神秘代号背后的建设人生———贵州黔南三线人口述史》，贵阳：贵州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杨师傅夫妇的访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ｖｉｅｔ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ｏ． １１， ２００５， ｐｐ． ３９－５８．
Ａｎｄｒｅｗ Ｇ． Ｗａｌｄ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Ｎｅｏ⁃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到工人、从一级工到九级工、进一步荣升为劳模或晋升为干部，由此生成了工龄、职务（职称）和贡献的

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待遇的差别，①也构成职工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和荣誉感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

面，这种依附关系也展现为情感性依附。 限于当时的交通状况和休假制度，职工探亲比较困难，因而在

师徒、小组、车间中延展出类家庭制度：
那时候是按照小组来算，一个小组的工人都是学徒的师傅。 师傅跟徒弟那时候关系很好，我们

的装配车间要求非常高，每个人都要穿白大褂，戴帽子，戴手套，我每个周六晚上，把师傅的衣服帽

子手套带回家洗干净，周一早上带过来给师傅，那时候我还帮师傅带小孩，师傅也照顾我们，经常让

我们到家里吃饭。②

苗族工人文师傅如此描述当年的师徒情谊。 文师傅最初是轮换工，后转为学徒工，三年学徒期满之

后转正成为正式工人，后来有了自己的徒弟，她和师傅以及徒弟至今依然保持着联系，同时也有了自己

的家庭，文师傅的爱人是个侗族军人，服役三年后转业到工厂后勤部门。 当时几乎所有工人都处在类似

的师徒关系中，例如，车工蒋师傅在 ２０１２ 年写给自己师傅的悼词中回忆道，“进厂几年后我准备结婚，当
时没有家具，师傅就亲手帮我做家具……每遇逢年过节，若是我们不回家，师傅就叫我们到他家过节。”

对工厂的高度依附使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传统的家族、宗族、民族等社会关系的依附，以工

龄和职务（职称）为基础的新的差异表述体系逐渐取代了以族群和文化为基础的旧的差异表述体系，其
中先进和落后的区别不再是民族和文化的区别，而是工龄、职称和贡献的差异，因而民族身份不再作为

社会关系构建的决定性指标，不再限制上下级、师徒、同事、婚姻等关系的形成，曾经“不开亲”的人群之

间也开始通婚。
华尔德认为社会主义工厂的社会关系是特殊主义的（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ｍ），不同于资本主义工厂的普遍主

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特殊主义表现为一种以忠诚为基本要求的依附庇护关系（ｐａｔｒｏｎ⁃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ｍ）。 不过，
凯里三线工厂的特殊主义并非简单上下级之间的依附庇护关系，等级性和情感性依附生成了一种包含

荣誉和人情的互惠共生关系，这种关系被扩大形成一种家、厂、国一体化的新叙事：
有一次，厂里所有人都集中在厂后面的小山坡上收听广播，因为那里信号好，广播是关于东方

红卫星上天的，因为我们的设备被用在了东方红卫星的生产中，后来还用于生产水下潜艇导弹等

等，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可以听得见看得见我们的成果给国家带来的利益，大家在听广播的时

候都激动地哭了。③

职工们不论性别或民族，在访谈和口述中常常使用“主人翁” “国家的利益”等表达，老职工们

自发编写印制的回忆录中几乎一半篇幅都是产品奖状的照片，④参加过西藏地面信号站建设的崔

师傅至今还在家中挂着在布达拉宫前的照片，参与访谈的职工们都会反复回忆 １９７０ 年东方红卫

星上天的时刻。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工业进程同时也是政治和情感工程，正如拉金

（Ｂｒｉａｎ Ｌａｒｋｉｎ）指出的，基础设施作为政治工程，其政治性常常附着感情，因此，参与建造卫星的印

尼工程师们放弃竞争紧密团结在一起，巴西首批电信工程师用虔诚的语气谈论无私的奉献，尼日

利亚通讯人员为自己的奋斗而产生深刻的满足感，在这个意义上，工厂既生产产品也生产意义，基
础设施的政治学附着于诗学。⑤

综上，随着三线建设带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大量本地劳动力、包括少数民族工人被吸纳进工厂，各民

族职工在工厂统一的生活节奏和集体主义式的物质景观中，纵向形成了新等级关系，横向发展出新社会

支持网络，使得职工的生活、荣誉感以及身份认同都高度依附于工厂及其产品，从而从传统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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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根据连续工龄从 ２５ 年到 ３５ 年不等、职务（职称）从中级技术职称、省级劳模、厂级干部等变化，住院床位
档次从 ４ 元到 １５ 元不等。 参见“关于职工收住四一八医院康复病房的暂行规定”，厂卫字（１９８６）第 ０８６ 号，胜利厂资料
室。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８ 日文师傅的访谈。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崔师傅夫妇的访谈。
见由吴智益、杨胜仙等老工人们编写印制的《翁牙河岁月———ＸＸ 厂离退休职工纪念册》 ，凯里市同兴印刷

有限责任公司印制（内部发行）２０１６ 年版。
Ｂｒｉａｎ Ｌａｒｋ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ｎｏ． ４２， ２０１３， ｐｐ． 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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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脱嵌出来，逐渐形成了家、厂、国一体化的国家想象和价值体系。
（三）塑造一体景观

侯丽指出，１９５２ 年中央政府将工业城市分为四类，在苏联城市规划理论的指导下对重点工业城市进行

了规模宏大的规划，随着 １９６０ 年的政策调整，中国的城市建设陷入暂停，直到 １９６６ 年，“大庆模式”确立了

从集中到分散、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城市发展路线，这种“分散的村庄”式城市图景展现出跨越工农分化、
城乡对立的平等主义的社会理想，被推广向全国。① 这种社会理想和发展路线使社会主义城市不同于资本

主义城市和历史上的明清卫所，城市的分布和发展不严格受限于交通、市场、资本、资源等因素，因而深入

山区密林，将山寨纳入城市，形成了城山一体化景观。
凯里的工业化过程遵循“靠山、隐蔽”的政策和“山、散、洞”的选址原则，厂区和生活区散布在山坳里，

同时在大庆模式的指导下，工厂布局极其分散，被工人们戏称为“羊拉屎”，与山上的苗族村寨比邻而居。
随着工厂规模日渐扩大，工厂不断从周围公社收购田地、土地、林地，并和村寨共享一部分水源、公路和电

路，在景观上逐步与村寨连接起来。② 不光在景观上，在生活上，很多工厂不仅在最初的基建过程中依靠村

民们的支持，在后来“军民共建、厂社一家”的政策下，工厂还经常帮助村寨抢收抢种、运输肥料、供水供电。
例如，瓦寨村苗族老人依然记得，工厂派电影放映队和文艺宣传队到大队放映和演出的情景，也记得厂里

派人给大队拉电线结束其油灯照明的历史性时刻；不仅如此，厂区设立的医院也给当地农民看病，这催生

出苗语新歌谣：“半边李子半边桃，半边是汉半边苗，民族团结在一起，和睦相处家平安。”③

从 １９６５ 年到 １９７９ 年，随着中央企业的进驻，也带动了地方电子工业及相关工业的发展，在此期间

黔东南州先后新建了标准紧固件厂、喇叭厂、无线电厂、磁性材料厂等数十家地方工业企业。 同时，中央

政府和贵州省政府还在黔东南州相应配套新建了 ８１８ 医院（后为 ４１８ 医院）、贵州无线电技工学校（后
为贵州无线电工业学校），以及一个电话站、二所技工学校、十所职工子弟学校、一所高中。④

随着工厂、医院、学校陆续动工、不断扩建，凯里的城市化进程也急速推进。 １９５６ 年初，凯里在老城

以南规划建设了以大十字为中心的四条主干道，修建了州委大楼、邮电大楼和百货大楼等，城区面积仅

３ 平方公里；１９６４ 年，围绕大十字扩建了商业区、教育区和住宅区，城市的范围东延至洗马河、西延至杀

人坳、南延至大友庄，面积扩至 ９ 平方公里；１９８３ 年，贵州省政府着手对凯里进行新的规划，１９８５ 年，新
的规划方案通过，城区总面积增至 ３１. １ 平方公里。⑤ 因为城市沿着工厂扩张，逐渐将原先工厂修建的

内部道路延长和城市连为一体，所以凯里城区的大量街道和公交站是以三线工厂命名的：永华路、华联

路、红州路、永华厂、２６２ 厂、２４２ 厂等等。 根据凯里市政府 １９８５ 年出台的《凯里市城市建设和管理暂行

规定》，首先，凯里市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定位是“以发展建材、电子工业为主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

文明社会”，其次，明确规定了凯里城区的范围，即，东至永华厂、华联厂、赵家村，东北至七里冲坳、三板

桥，东南至 ２４２ 厂、小坳，西南至棉纺厂，南至小高山北坡、芦笙场，西至玻璃厂、地质六队、苦李坳，北至

石油仓库、机务段，西北至郭家坪。⑥ 非常明显，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凯里的发展定位和边界范围

依然以三线建设的工业布局为基础。
城市规模的扩大也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 自 １９４９ 年起，凯里人口变动经历了三个高峰：第一个

高峰是 １９５６ 年成为自治州首府之后，大量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子女迁入，凯里的侗族基本为这一批迁入

的干部职工及其子女；第二个高峰是 １９６４ 年三线建设开始之后，随着 １９７０ 年左右 １０ 家工厂及附属支

持企业和机构在凯里逐渐扎根，大量外来干部职工、本地工人及其家属子女迁入。 其结果是，１９４９ 年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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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侯丽：《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张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１１７—１１９ 页。
例如，从 １９６５ 年动工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随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胜利厂长不断从附近的公社征用土地，有大量土

地征用协议。 协议中有的土地直接补偿钱款，有的土地则以工厂为公社修建公路、架设电线、修建水坝、支援水泥、购买磨
面机、安装水轮发电机等方式进行补偿。 （参见胜利厂基建档案“１９７７ 年－８１ 年本厂关于征用土地报告、协议书和上级批
复”，卷号 ７２）

张应文、张应春、张应明口述，熊贵伦、伍亮整理，载于政协黔东南州委员会编：《三线建设在黔东南》。
政协黔东南州委员会编：《三线建设在黔东南》，第 ２２ 页。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黔东南州志·城建环保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６—７ 页。
见“凯里市城市建设和管理暂行规定”，收录于《黔东南州志·城建环保志》，第 ３４２—３５１ 页。 同时作为文件“凯市府

（１９８５）１号”下发各三线企业，存档于胜利厂资料室。



里市区的人口为 ９９１５，１９７０ 年遽增至 ７１０７６；第三个高峰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对外开放，
大量人口迁入和迁出。① 经历了这三次高峰，１９９０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凯里市区的四个街道中

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各占比接近一半，②基本打破了以汉族为主的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的高坡村寨之

间的格局。
城市化使曾经文明和野蛮的分野逐渐弥合。 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工厂最初坐落在名为“羊角冲”

“三棵树”“野猫冲”等山坳中，在工人们的回忆里，这些地方无异于蛮荒之地———“路的一边是稻田，一
边是荒草坡”。③ 老工人杨师傅在诗歌《凯里变了》中写道：

早年的凯里城，以大十字为中心，往四面延伸一两公里处，都有一个令我们做小孩时玩耍感觉

恐怖的地名，东面是野狗冲、往南老猫冲、西面杀人坳、往北翻过大阁山是老猫洞，洪荒猛兽，令人恐

怖战栗。④

杨师傅的诗歌展现出城市建设过程中新景观逐渐覆盖旧遗迹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带来的文野想

象的变化。 被视为文明之地的“凯里”，最初指可以“赶场”买东西的凯里老街。 凯里老街，是凯里老城

的一部分，在这片街区中，东门街和西门街这些沿用下来的地名明确指出明清时期的城区布局和城门位

置———老街西侧临着龙头河，曾经外来的汉族商贾云集，老街东侧连通魁星阁和万寿宫，曾经象征中央

王权和中原文化。 随着三线建设，凯里老街成为当地少数民族、地方职工、中央厂矿工人交易的场所：
“在每周例行的赶场时，原本熙熙攘攘总是晃动着靛蓝色土布衣、苗家百褶裙的街市，突然也从四面八

方涌进好多劳动布工装，他们不太讲价的采购，崭新的一色穿着，和掺杂着地方方言的普通话，让这个小

镇，变得有些异样。”⑤而被想象为“洪荒猛兽”的“杀人坳”和“万人坟”等地，在清代曾是斩杀犯人的场

所，也是地方官员宣德政的地方，直到民国时期还立有多块“德政碑”，⑥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被改

成人民会场，随着改革开放又被改造成万博广场，⑦如今已经成为繁华的闹市区，高楼林立、街市栉比，
构造出新的文明景观。

综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于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突破了资本积累、资源

配置及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实现了在偏远山区的大规模快速推进。 三线建设的工业布局深刻影

响了多民族聚居区的城市空间拓展与人口结构变迁，在新的城市景观中，自然山地被整合进城市空间，
原始荒野实现了城市化转型，通过重构空间与重新命名，消解了曾经对文野边界的想象。

四、余论

　 　 本文考察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三线建设对凯里的城乡格局和民族景观的影响。 凯里地区是

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明清两代的经营虽然使贵州一带纳入帝国版图，但是凯里在新中国成立前总体汉人占

比低，呈现出帝国中心与边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二元叙事结构和城市与山寨的二元空间格局。 随着成立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并将凯里定为首府，凯里的城市规模和人口结构逐渐变化，尤其是在三线建设过程

中凯里被定位为电子工业重镇，城市发展和工厂生产带来人口流动，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汉族、侗族及其他少

数民族干部大量进入凯里，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汉族和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逐步进入城市，从而突

破了城市和山寨的边界，使不同民族人口融入工厂和城市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以工厂待遇、单位福利、国
家贡献等为表述的新的工人叙事，一体的工业景观和工人叙事带来二元结构向一元的转变。

凯里的案例具有典型性，有助于扩展三线研究的理论视野。 以往的三线研究大都将三线建设作为

一个历史过程并深耕于其历史细节，例如徐有威和李德英等学者多年来对三线相关档案文献和口述历

史的抢救性收集，⑧这些研究使得曾经被忽视的三线工业史的轮廓及其独特性更清晰地显现出来，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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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贵州省凯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凯里市志》，第 ８６—９１ 页。
同上，第 ８０—８１ 页。
鲁师傅口述，载于吴智益等编：《翁牙河岁月———ＸＸ 厂离退休职工纪念册》。
杨师傅手稿，写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葛兆光：《非青非红》，《贵阳文史》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中共凯里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凯里市党史资料》（第一辑）（内部资料）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７５—７６ 页。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和杨师傅夫妇的访谈。
徐有威、陈东林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 ６ 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了三线研究的基础。 与此同时，周晓虹等学者借助集体记忆、身份认同等概念将三线研究推入社会学视

野。①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三线建设前后凯里的城市布局、地理空间、基础设施的变化及

其对人群关系、民族格局的影响，籍此将历史人文区位学的视角引入三线研究中，强调不同人群在改造

环境的过程中生成一套既包含不同人群的文化特质、也包含其营造的物质景观的生态系统，同时强调物

质和空间在构建社会生活和关系中起重要作用，从而超越环境－社会、自然－文化的对立，将环境、空间、
物质等维度与对社会互动和历史变迁的讨论相结合，进一步拓展了三线研究的地平线。

不仅如此，凯里的案例也有助于构建民族共同体叙事研究的新格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在民族

研究领域，一部分研究借助战后西方兴起的族群理论展开分析，聚焦于围绕民族、族群、性别、阶层等概

念的分类及叙事以及相关的机构制度安排和知识生产过程，将身份认同视为一个博弈空间。 在这个视

角下，对族群性（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的关注让位于对少数性（ｍｉｎｏｒｉｔｙ）的强调，展现少数民族在国家建构过程中被

边缘化、女性化或者浪漫化的过程。② 还有一部分研究沿着费孝通的“走廊范式”展开，将不同群体之间

互动演进的历史内置于中国文明在不同政治形态中展开的历史，以中国文明作为对西方民族国家概念

的反思。 这两种研究进路隐含着现代中国和传统中国的割裂，使对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研究和民族史的

研究逐渐分离。 本文通过对历史连续性的关注，尝试弥合传统－现代、主导－依附的二分，指出社会主义

工业体系和城市化进程是长时期的人群关系和人地关系变迁的组成部分，在一定时期内消解了二元的

民族关系和城乡景观格局，铸造出一体化的工人叙事和工业景观。

Ｆｒｏｍ Ｄｕ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Ｆｒｏ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ＺＨＡＮＧ Ｆ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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